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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摇 要:“新冶高考制度和“旧冶高考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充分发挥高校在大学招生

录取中的主体性作用,从被动录取转向主动招生,使高校的招生录取标准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中

发挥正向引导功能。 如果高校招生机构不能或无法转化职能,仍然完全根据分数录取学生,将有可能

进一步恶化目前的“应试训练冶和“分分计较冶格局,非但不能根治改革之前的痼疾,反而可能由于等级

赋分、多重计算方式的转换比较以及等值等诸多复杂问题的介入而引发更多的问题。 反之,如果高校

招生机构能够根据新高考制度的要求转化职能,把“两依据,一参考冶的精神真正落到实处,则有可能从

根本上实现中央提出的“立德树人冶目标,目前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趋利避害型问题也可以迎

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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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4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标志

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全面启动。 2017 年,浙江省和上海市首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落地。
按照中央的部署,2017 年秋季,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四个省市继续进行改革试点,为考试制度的全面

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到 2020 年全面建成新的高考制度。
“新冶高考制度和“旧冶高考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充分发挥高校在大学招生录取中

的主体性作用,从被动录取转向主动招生,使高校的招生录取标准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中发挥正

向引导功能。 如果高校招生机构不能或无法转化职能,仍然完全根据分数录取学生,将有可能进一步

恶化目前的“应试训练冶和“分分计较冶格局,非但不能根治改革之前的痼疾,反而可能由于等级赋分、
多重计算方式的转换比较以及等值等诸多复杂问题的介入而引发更多的问题。 反之,如果高校招生机

构能够根据新高考制度的要求转化职能,把“两依据,一参考冶的精神真正落到实处,则有可能从根本上

实现中央提出的“立德树人冶目标,目前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趋利避害型问题也可以迎刃而

解。

一、“让高校成为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冶的含义

主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概念,本文不对其展开哲学意义上的普遍讨论,仅就大学招生录取中

的主体予以最一般意义上的界定。 所谓主体,是针对客体或对象而言,指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主设计

行为目标、自由选择行为方式、独立承担行为后果并获得利益的能动的人格化力量。 主体具有非对象

性、非代理性、自主性、能动性和承担结果等特征。淤非对象性的含义是它是某种活动的施加方,与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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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客体或对象)相对,“是我不是你冶;非代理性的含义是它不是代理方———代理方接受某个机构或个

人的委托开展某种活动,其利益和主客体无关———“是我不是他冶;自主性的含义是它能够按照自己意

愿行动的动机、能力或特性。 “按自己意愿行动冶包括:自由表达意志,独立做出决定,自行推进行动进

程,等等;能动性又称主观能动性,是指它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主动、自觉、有目的地作用于外部世

界;承担后果的含义是对主动选择的行为负责,承受其结果。
当我们说“让高校成为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冶时,我们是在表达什么含义呢? 一般说来,围绕大学

招生录取有四个利益相关者:考生、中学、高校和各省市教育考试院。 教育考试院代表政府组织统一考

试,高校按照一定规则录取中学的考生。 在这四者当中,谁是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考生不是主体。 大学招生录取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的对象是学生。 学生是

客体而不是主体。 尽管在志愿填报过程中,考生也在主动选择高校,但是,考生不能自己制定录取标准

和规则,它只能遵守并服从高校的录取标准和规则;对于录取结果,考生也只能被动接受,无法主动选

择———除非你在被录取之后不去高校报到———因而无法体现出主体所具有的能动地位。
其次,既然考生不是主体,中学就更不可能是主体了。 理论上,学生高中毕业后就和中学脱离了关

系。 从学生结束学考,参加高考的那一刻开始,就进入到大学招生录取的程序中。 中学和这一程序无

关。 当然,在现实中,由于中学,特别是教师,对于学生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中学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

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主体。
接下来看教育考试院。 作为政府的代表,在大学招生录取中,教育考试院的职能其实是模糊不清

的。 比如,“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教育考试和招生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规;开展教育考试的科

研和开发;深化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组织实施教育考试与招生工作方案;促进与境外考试机构的合作

交流,开拓多层次、多规格的考试项目。冶(上海市考试院,2003)在这个表述里明确规定了,“组织实施招

生工作方案冶是教育考试院的主要职能。 但是,“……主要承担全省高校招生考试的组织管理、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的组织管理、普通高中综合考试(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管理及社会考试服务,承担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自学考试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命题等工作。冶(江苏省教育考试院,2005)在上述表

述中,就只有组织管理考试的职能而没有招生的职能了。
同样都是省级教育考试院,为什么职能上会有不同? 省市教育考试院究竟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具

有组织管理招生的职能呢?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如果把高考招生录取制度看成是科举制的现代延续———许多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从科举基

因来看,教育考试院并非不可以组织管理招生工作。 在科举时代,教育和选官合二为一,因而考试和录

取也是合二为一的。 作为主持“抡才大典冶的主考官,学政、总裁等朝廷命官既代表政府组织院试、会试

等各级考试,同时也承担相应的录取工作,考完即录。 废除科举制后,考试院作为五院之一,实际上承

袭了科举时代的考录职能,既是一个选拔官员的制度,同时也是一个实施选拔工作的具体机构,考试和

录取也是统一的。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如果从教育的角度

出发,教育考试院可能就不一定适合组织管理招生工作。 因为,考试是考试,招生是招生,录取是录取,
考试和招生录取应当分开,实现“招考分离冶。

为什么考试和招生录取一定要分离?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大学招生录取制度早已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选官制度,尽管二者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选官制度而言,选贤任能固然是一个重

要目标,但并非首要目标。 科举制度的统治意义远远大于其教育意义。 然而,对于现代大学招生录取

制度来说,根据“贤能主义冶原则选拔精英则成为大学的首要目标。 尽管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阶层

的代际流动也是其目标之一,但招生录取制度的教育价值要远远大于统治价值。 这是传统科举制度和

现代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本质分野: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教育。
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大学招生录取所依据的标准应当是多样化的而非单一化的。 这首先是因为,

多样化是教育的本质要求。 教育要帮助人得自由,并因自由而得解放。 自由的灵魂是能够选择,选择

001



秦春华: 让高校成为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

就必须要求多样化。 只有单一,就没有选择,也就不可能有自由。 其次,多样化是大学的价值追求。 招

生是为了培养。 培养是帮助学生为迎接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 未来社会是多样化的,决定了大学的培

养也必须多样化,如此才能提升人本身的适应性,帮助人在未来实现各种可能性。 既然人才培养需要

多样化,人才选拔又怎么可能单一化呢? 就像那幅著名的漫画所刻画的,动物们各有其擅长的本领,你
非要让鱼和猴子去比较爬树的技能,既不公平,更是荒唐。 第三,单一的考试评价本身所具有的内生局

限性。 所有的考试,不管是 SAT 还是 ACT,抑或是中国的高考,以及其他类似的用于预测学术和职业成

功可能性的考试,长期以来不断遭到人们的批评。 而且,从来没有任何清晰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日后的

成就和早期的入学考试成绩之间具有多少相关性;相反,倒是有数不清的例证说明,许多人当初入学考

试的成绩很糟糕,但这并不妨碍他(她)们日后成为对人类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
顾名思义,教育考试院是考试机构。 考试机构的性质是代理机构。 代理方位于主客体之间,为主

客体提供服务,帮助主客体实现自身价值。 无论是招生考试,还是其他考试,作为政府授权机构,教育

考试院的职能是组织管理考试,确保考试公平公正,没有营私舞弊,成绩真实可信。 至于成绩如何使

用,大学录取标准如何制定,甚至包括对大学录取过程和结果的监督,统统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教育考试

院的职能。 在考试和录取之间,有一条清晰明确的“界线冶。 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省市教育考试院在

高考改革事业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主导性作用,进入新时代后,它必然面临着转换职能,从台前退到幕

后,更好地为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和客体提供充分的服务。
这样看来,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只能是高校。 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排除的结果,而是有其内在的逻

辑:在招生录取过程中,首先,是高校而非其他机构制定录取标准和录取规则。 只要这个标准和规则体

现了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不违反公平公正原则,就应当得到尊重和遵守。 作为专业教育机构,大学自

己知道制定什么录取标准和规则,如何按照这些标准和规则进行录取,如何监督和确保不违背录取标

准和规则,并且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去应对招生录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 现阶段

由省市教育考试院统一制定录取原则和录取方案是错误的。 因为它不是专业教育机构,既不具备制定

录取原则和标准的能力(除非只有一种最简单的标准———分数),同时也“越了界冶:是大学招生而不是

省教育考试院招生。 这不是它的职能。 况且,各高校情况千差万别,试图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学

生和高校,其结果要么是不可能,要么就是“千校一面冶。
其次,高校是招生录取结果的承受者。 大学培养的是人,生源质量直接关系到大学的生存和发展。

除非你不在乎这一点,否则,你一定会关心生源质量。 谁承担结果,谁才会承担责任,也才会有足够的

动力和激励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去积极寻找发现选择适合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 省教

育考试院不是招生录取结果的承受者。 作为一个代理机构,它受政府的委托组织高考。 其首要目标是

确保当年高考录取不要出事,然后是各高校———尤其是顶尖大学———录取本省市生源数量最大化。 至

于高校到底录取了哪些学生,这些学生的质量如何并不是它所关心的目标。 省市教育考试院之所以不

能成为大学招生录取主体的最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它不承受招生录取结果,也不享有这一结果带来的

利益。
第三,我们往往把招生录取相提并论,但实际上招生和录取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招生是寻找、发现

和选择的过程,录取是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目前的大学招生录取制度中,只有

“录取冶而没有“招生冶,只有“考试冶而没有“评价冶,因此,称其为“高考录取制度冶似乎更合适一些。 这

是决定高校成为大学招生录取主体的最关键因素。 正是在高校主动寻找、发现和选择学生的过程中,
多样化的招生录取标准才能够发挥“指挥棒冶的引导性作用,通过制度改变学生(家长)的行为方向和

方式,从而实现决策者提出的“立德树人冶的根本教育目标。 如果没有高校的主动性引导过程,仍然是

分数决定一切,任凭政府做出多么大的努力去倡导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学生(家长)和中学都会无动

于衷,只会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那些能够使分数最大化的活动中去。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

道,对于上大学和上好大学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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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逻辑决定了高校必须成为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 在大学招生录取活动中,考生是对象(客
体),考试机构(省市教育考试院)是代理,高校是主体。 这既是高考录取制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也是新高考制度的内在要求。

二、为什么高校必须成为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

(一)目前高考录取制度最根本的弊端及其对教育的危害

2017 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伟大决策,使千百万年轻人凭考试

成绩而不是其他因素进入大学,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开启了国家和民族的崭新篇章,奠定了四十

年改革开放繁荣局面的基础。 然而,一项制度运行久了,自然而然会产生诸多弊端。 就像历史上的科

举制一样,高考制度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高考制度的危机并非来自于高考本身,而是高考统一录取制度。 许多人批评高考,其实高考本身

无所谓好坏,通过考试成绩录取考生也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把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依据所带来的

一系列僵化弊端。 退一万步说,即使考试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但只要没有把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唯

一依据,高校仍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主动性努力去弥补考试的不足。
关于高考统一录取制度的弊端,许多学者已做了精辟深刻的分析。 已有的研究比较关注高考对创

新性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所产生的危害,但当前更应该重视的是,以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高考录取制

度对高中基础教育的社会功能所带来的严重侵蚀。 在分数决定一切的情况下,高中逐步退化为一个公

司化的培训机构,只注重对学生进行事实和知识点的重复性训练,忽视了对学生价值观和道德意识的

引导与培养。 在越来越残酷的竞争下,学生被区分为“学霸冶和“学渣冶,有可能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对

立。 在这场竞争中胜出的“学霸冶,将成功完全归功于自己的聪明、汗水和勤奋,沾沾自喜,丧失了对失

败者的怜悯和敬畏;而那些所谓的“学渣冶,因为考试成绩的落后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自怨自

艾,并将自己的不利局面归因于“学霸冶的存在,由此产生对后者的嫉妒、愤怒乃至仇恨。 高中本应成为

凝聚社会共识的最重要的机构,但在越来越强化的高考利益驱动下,正在逐步弱化甚至丧失这个功能。
吊诡的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谁都无法否认价值观和道德意识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当价值观和

道德意识很难或不能通过考试进行测量时,中国教育就出现了一个极其分裂的场景:一方面,教育行政

管理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不断在文件、墙壁和网站上强调价值观教育;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在实际教

育过程中却完全抛弃了价值观教育,尤其是,当价值观和个人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于在高考招生录取

过程中,教育的虚伪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不可能长期处在分裂之中,机构和社会也是一样。 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个局面,就必须让大学招

生机构真实地而不是形式化地考察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意识,并通过这样的行动,使中学和学生(家
长)认识到,价值观和道德意识的养成在大学招生录取中是真起作用而不只是纸面上的说辞。 否则,即
使对价值观和道德教育强调一千万遍,因为在决定学生前途命运的招生录取中不起作用,甚至因为需

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中学和学生(家长)仍然会置若罔闻,只会在实际生活中变本加

厉地加大对考试训练的重视。 那些因为听从政府说辞而在考试中落败的中学和学生(家长),将会成为

其他人眼中的“牺牲品冶而更加强化这种意识。
20 多年前,正是因为意识到大学招生录取标准对高中生的行为方式会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大学开

始讨论社区服务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并在录取中对此进行考量。 也就是说,大学在审阅申请者材料

的时候,会主动关注这名申请者是否参加过社区服务。 “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申请者中,90%以上

有参与社区服务的经历。 这和从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中学生而言,虽然他们仅仅是在要求之

下参加社区服务,也依然能够从中受益。 一旦他们从中受益,他们也将在未来继续参与到社区服务中。
我想,让学生除了为考试而学习之外还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考试而学习当然

很重要,但这只应该是教育项目中的一部分。冶盂麻省理工学院(MIT)招生办公室主任 Stuart 的观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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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们深思。
只要有考试,就会有针对考试的训练以提高考试成绩,这是自科举时代以来就存在的现象。 只是

和古代科举不同的是,今天,资本,特别是与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资本,正在成为推动一轮又一轮应试

教育狂潮的主要力量。 因为戳中了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渴求的焦虑痛点,数千亿的资本投入到所谓

的教育市场之中,在催生了一个又一个上市公司的同时,也牺牲了数千万孩子的快乐和幸福。榆这个问

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国家和民族就没有未来。 另一方面,在资本和高科技结合的攻势下,现有的

考试机构及其技术毫无抵御能力。 机器人参加高考获得满分的时刻指日可待。 如果不能在招生录取

模式上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彻底跳出将分数作为录取唯一标准的窠臼,最终大学将无法履行自己的职

责———录取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二)大学是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枢纽

如前所述,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共涉及四个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省市教育考试院)、中学、
考生(家长)和高校。 从总体上看,四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目标:促
进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有利于高校的科学选材。 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
于四者各自具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各有各的算盘冶,很容易在多次重复搏弈中导致个人理性和集体理

性相互冲突的“囚徒困境冶,轻则出现目标分化,“政策走样冶;重则导致改革举步维艰,甚至失败。
比如,地方政府的最大利益诉求可能是社会稳定。 特别是,当某些改革举措可能引发社会上的强

烈反对意见时,政府有可能把维护社会稳定列为首要的政策目标,而暂时延缓甚至放弃某些政策措

施。虞中学的最大利益诉求可能是“北清率冶的最大化,快速提升学校的声誉和地位。愚考生(家长)的最

大利益诉求是尽最大可能上更好的大学,“把分数用足冶。 高校的最大利益诉求是招收到更好的学生。
当社会用录取分数线衡量高校质量时,“更好的学生冶就可能被“分数更高的学生冶所替代。 可以清楚

地看出,这四个利益相关者的具体目标函数并不一致,有些甚至相互冲突。 如果能够把四者的利益协

调一致,汇聚成一股力量,就可以使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这辆马车顺利前行;如果四者的利益不能协调一

致,甚至“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冶,就有可能“四马分尸冶,导致车仰马翻的局面。 因此,为了实现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目标(整体利益),我们就必须把四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个体利益)整合在

一起。 在此,“我们冶是指牵涉进这场改革的所有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本身不是目的。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教育。 这里的关键词

是“引导冶,通过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措施来改变中学和学生(家长)的行为方式,使他们走上更好的教

育之路。 因此,人们一定不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招生上,而要始终落到教育上。 特别是,政府要尽量避

免使用行政力量去强行推动改革,而要让各个利益相关者自发自觉地积极采取行动。 “大道至简冶,对
地方政府而言,改革的措施尽可能不要太琐碎,规定得过于细致。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

杂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省也是一样———你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情况并及时做出应对。 你规定得

越琐碎,出现投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可能导致你不想看到的问题和局面。
大学,只有大学而不是政府,才是这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枢纽。 中学和考生(家长)不一定完

全听从政府的倡导和指挥,在个别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反对政府的某些举措,但他(她)一定会完全听从

大学的意见。 只要能够实现他们上大学和上好大学的目标,中学和考生(家长)可以为之采取任何行

动,付出任何代价。舆———这不正是今天我们要改变的教育现状吗? 因此,一个好的教育政策,应当通过

发挥高校在大学招生录取中的主体性作用,引导中学和考生(家长)采取符合教育规律的正确行动,尽
可能地少付出或不付出代价。 它体现了大学的使命。

(三)招生录取标准体现了大学使命

大学招生录取的实质是,谁有资格上大学或上好大学? 如何得出这一结论呢? 这关涉到招生名额

的分配问题。 为了决定某物品的正当分配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需要研究被分配之物的目的或

意图。 比如,假设我们在分配长笛,谁应当得到最好的长笛呢? 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那些最好的长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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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奏者。 因为这是长笛存在的目的———产生动听的音乐。 那些能够最佳地实现这一目的的人,就应当

拥有最好的长笛(Sandel, 2009, pp. 187 - 188)。 如果这一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大学的招生名额又应

当如何分配呢? 为了决定大学招生名额的正当分配方式,我们就需要研究大学招生的目的或意图,即:
大学为什么要录取学生?

这一问题背后隐含的问题是,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大学录取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它的使命。 只

有在明确了大学使命之后,那些能够实现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才有资格进入大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哈佛大学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极其深刻地指出:“录取中的公正并不是在奖赏优点与德性,只
有当一所大学界定了自己的使命时,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才算是分配大学新生名额的公平方式。冶(San鄄
del, 2009, p. 174)换句话说,大学的招生录取并不是一种对优胜者的褒奖或荣誉。 事实上,只要学生

对满足该大学的社会目的有所贡献,那么录取他(她)就是正当的,而并不是因为它奖赏学生的那些被

单独界定的优点与美德。
大学应当是各具特色的,因为每一所大学都拥有不同的使命。 大学的使命不同,选拔学生的标准

也就相应不同。 是使命而不是分数赋予了大学的不同价值和意义。 大学的不同,应当体现为人才培养

的使命与特色的不同,不是录取分数的不同,更不是通过录取分数的高低来区分出大学质量的三六九

等。
目前的大学招生录取制度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大学在招生简章中没有提出自己独具特色的使命。

即使提出了使命,因为无法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测量,也和录取结果无关,因而对招生录取不具有实质

性意义。 由于高考试题的难度越来越低,那些心思缜密、对知识点熟练掌握的学生可以凭借微小的优

势偶然性地胜出,但他(她)们未必是实现大学使命的最佳人选。 即使中国大学的使命全部集中于培养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它也更需要录取那些拥有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忠
诚、创造力等品质的人。 寻找和发现拥有这些品质的学生,不能依赖于考试分数,需要专业化的人员和

技术。
(四)招生是最复杂的教育决策,应当由专业人士独立做出

对人的认识是最困难的。 人们往往通过考察一个人的过去而预测他(她)的未来,但“知人知面不

知心冶,这种预测往往并不准确,有时候甚至是失败的。 尤其是,大学的招生录取,并不是对学生过去成

绩的奖励,而是对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投资;大学并不是要挑选高中成绩的拔尖者,而是要选拔未来

能够引领社会改变世界的优秀人才。 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教育决策,同时也是回报率最高的教育投

资。 越是顶尖大学,其招生录取模式越复杂。 它不能将自己的未来不负责任地轻易交给机器去做简单

化的决定,而要由最具智慧和见识的人来主动地做出判断,以提高人才选拔的精确度和效率。
招生是寻找和发现的过程。 在确立了大学使命之后,招生机构需要去寻找和发现与这一使命相匹

配并最终能够实现这一使命的人。 这样的人不会自动送上门来,需要经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像古代的

伯乐一样,睁大眼睛,在茫茫人海中去发现属于自己的千里马。 一个人在哪所大学接受本科教育,他
(她)的气质和未来的人生道路也会深深地打上这所大学独特使命的烙印。 这赋予了大学招生办公室

以特殊的责任:它通过决定谁可以进入这所大学而同时改变了个人和大学的命运。
寻找和发现的过程并不容易。 它需要招生人员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背景和知

识,有时候甚至还需要一些除此之外更为广泛的学术背景,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等,以帮助他(她)
们更好地做出判断。 在做出判断时,科学是必须的;但在更多的时候,艺术、审美甚至直觉发挥了更为

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招生人员,就像是一场冰上芭蕾比赛的裁判。余选手们的确需要做出一些通用的规
定性技术动作来满足要求,但是,区分出谁是真正优秀的选手而谁不是,依赖的是评判者对美的艺术追

求和直觉把握。

三、只有高校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目前新高考改革中的难题

2017 年的首次新高考出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学考选考的安排,区分度下降,选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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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人数偏低,等等。 这些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我认为,目前新

高考改革进程中的一些难题,属于操作层面的尚好调整,但另外一些系统性问题,则必须通过落实高校

招生自主权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落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冶的陷阱。
(一)区分度下降

在首轮新高考录取中,高校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区分度下降。 面对几十位同分者,省市教育考试院

和高校不得不继续按照科目顺序比“小分冶———比如,先按数学排序,数学分数相同者,再比较语文,等
等———最后录取者和落榜者的分差可能是小数点后的三四位。 改革的初衷是淡化“应试倾向冶和“分分

计较冶,由于区分度下降,现在反而更加重视分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应当说,区分度下降是新高考制度下必然出现的内生性现象。 传统上,人们认为高考的三大功能

是:促进高校科学选材,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新高考的三大功能没有发生变化,
但在表述顺序上做了调整:首先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其次是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最后才是促进高

校科学选材。 表述顺序的变化体现了决策者的政策偏好,由此决定了高考选拔功能弱化的必然性:只
有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高考的选拔性功能,才能实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两个

政策目标。 在新高考制度中,选拔功能弱化是通过三条路径实现的:
首先是把学考选考合一。 比如,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规定:学考选考相结合,学考卷面分为 70 分,

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选考科目卷面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俞水平性考试的学考试题难度偏

低,只能考察必修内容;要通过 30 分来实现选拔功能,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学考选考合一必然

会弱化考试的选拔性。
其次,对选考科目实行等级赋分制。 等级赋分制是为了解决不同科目、不同时间考试成绩的可比

性,按事先规定的比例,将考生的原始分重新赋分划分等级的制度。 无论原始分是多少,位于同一等级

的考生赋分相同。 同分则意味着选拔性的丧失。
第三,“文理不分冶导致数学的选拔性下降。 “文理不分冶是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制

度特征之一,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也
适应了目前中国高校正在深入开展的本科通识教育改革。 但是,因为“文理不分冶下学生学习的数学内

容相同,为了迁就文科生的数学水平就不得不降低数学学习和考试的难度。 这样做是对的吗?
在中国基础教育的传统中,历来存在“重理轻文冶的认识误区。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冶。

数理化是“硬功夫冶,不少数学(物理)学不好的学生,会不得不去读文科,靠死记硬背混日子。 这种对

“文科冶的狭隘理解,不仅造成了中学生数理素养的普遍缺失,更重要的是,也影响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数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数理推理能力是批判性思维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今天,不要

说社会科学已经普遍因为“数学化冶而变得更加“科学冶了,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也在运用数学

工具来提升其论证的严密性。 真正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必须建立在强大的数理思维基础上。 “文理不

分冶恰恰应该提高而不是降低学生的数学水平。 一个数学基础薄弱的学生是不具备进入顶尖大学资格

的。 在“文理不分冶口号下降低数学难度是反智主义抬头的表现。
在上述三条途径的合力作用下,高考的选拔功能显著性地下降了。 问题在于,如果不打破集中录

取制度,高校仍然必须通过高考成绩录取学生。 对于那些顶尖的学生而言———在一个数十万考生的大

省中,这可能意味着数万人,其数量远远超过顶尖大学的招生数量———选考的三科一定是满分。 于是,
能够区分考生的科目就变成了语数外。 在这三科当中,“文理不分冶导致数学难度下降,英语一年两考,
语文的稳定性不高,由此导致高校无力区分谁是优秀学生而谁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被取上的不过是

侥幸,落名的实在是冤枉冶 (颜宝良,1920)———颜宝良先生近 100 年前的描述用来形容现状倒也贴切。
省市教育考试院可以只关注录取的“绝对公正性冶———哪怕通过小数点后六七位来进行区分也在所不

惜,只要能够按照考分顺序完成录取工作———但高校不行。 高校不能仅仅只是完成招生计划而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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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录取的学生是谁,它还必须把自己最需要的最适合培养的学生选拔出来。 要做到这一点,高校

只能而且必须主动挑选学生。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新高考的区分度下降———这是其内生性特征———但北大、清华等顶尖大学并

未对此提出多么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们的利益已经通过“三位一体冶招生录取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保证,而冶三位一体冶恰恰给予了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发挥一部分主导性作用的空间,由此也必然

导致另一个现象的出现:高校的招生计划主要用于自主招生,考生通过“裸考冶进入顶尖大学的可能性

变得微乎其微。 这也许是顶尖大学和省市教育考试院在现实情况下达成的某种默契和妥协。
(二)关于选考科目

为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新高考改革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增加学生选择权。 设置选考

科目组合,“让学生学其所好,考其所长,录其所愿冶,从高一开始确定未来进入大学就读的专业;二是把

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学生上大学时的参考因素。 可以看出,这两项措施借鉴了欧美国家大学招生录取制

度的某些做法:设置选考科目参照了英国 A - Lever 的考试录取模式,使用综合素质评价参照了美国大

学的招生录取模式。
现在的困难是,这两项措施的政策方向有可能是矛盾和冲突的。 英国模式体现的是欧洲教育传

统,美国模式体现的是美国教育传统。 我们往往习惯于“欧美冶并称,但实际上,欧洲和美国在教育上的

差别相当大,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欧洲的教育传统是专业至上,大学本科以专业教育为主要特征;美国

的教育传统是通识教育,大学本科以不分专业为主要特征。
中国近现代教育是偏重于欧洲教育传统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现代西方教育体系引入中国的时

候,蔡元培等一批教育家所选取的主要参照对象,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德国教育模式;另一方面是因

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体制整体上移植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制度,而苏联教育模式是欧

洲专业至上传统的。 在我们的教育基因中,实际上缺乏以自由和选择为主要特征的美国通识教育传

统,至少在近现代没有。
因此,我的判断是,在两个政策方向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设置选考科目将会

成为主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将可能流于形式。 在大学招生录取问题上,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是“吃硬不

吃软冶,综合素质评价因为缺乏硬性的量化指标而失之于软,很容易导致在实践中被放弃,或者“阳奉阴

违冶。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很有可能再次回到以分数决定一切的老路上,通过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就可能沦为纸面上的表述。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答案仍然是,让大学去做决定。 就像农民知道如何种地一样,大学自然知

道如何选拔学生。 在高考选拔性功能弱化的情况下,高校必须通过对分数之外的其他社会性能力的考

察录取学生,就必然会参考综合素质评价。逾只要大学在招生录取中真正使用了综合素质评价,那么,考
试招生制度这个“指挥棒冶就实质性地发挥了作用。 这恰恰是政府最希望看到的现象。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浙江省可以自豪地说,“三位一体实现了统一高考、高中学考与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机结合,将看分

变成了选人,探索了破解唯分数论老大难问题的一条途径冶。
(三)选考物理人数下降

物理没人学,其实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只要立足于选择权的教育理念,有了科目的“自由选择冶,给
了学生(家长)选择权,就必然会出现这一问题。 原因很简单,趋利避害、避难就易是人们选择时的基本

行为方式。 在中学各科目中,物理是公认为最难的学科。 在等级赋分制下,当选物理和选技术的赋分

一致,如果没有更强有力的信号驱动,不选物理一定是学生最“理性冶的选择,选物理才是最“不理性冶
的选择。 因此,不只是浙江和上海,早年采用“08 方案冶的江苏,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 即使在美国,除
了少数最顶尖的学生外,学习物理等基础学科的学生也是少数。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一样。 美国自有其解决问题的办法。 的确,美国人自己可

以不学习基础学科,但它吸引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去学习这些学科———当然美国自己也在努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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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状。 STEM 课程即是明证———仅仅通过奖学金一个手段,它就轻松地把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最优

秀的理工科学生吸引驱赶到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领域,再通过绿卡等诱惑,使这些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把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美好时光都奉献给了美国。 至于美国人自己,只需要让最顶尖的天才有足够的

激励和自由能够从事基础学科的研究就可以了。 由于这些天才的存在,美国仍然在领导世界。 中国的

情况则完全不同。 我们并没有另一个印度或中国作为后备军来输送如此数量和质量的人才,至少现阶

段没有。 如果多数中国人自己不从事基础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国防安全都会造成

巨大的隐患。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自己,必须要面对和解决。
目前的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令人怀疑。 理论上,如果实际报考人数

少于保障机制数量,人数越少则报考物理的考生越占“便宜冶。 极端情况下,如果报考的人数少于或等

于保障数量的 1% ,那么,每一个学生无论实际考多少分都会被赋值满分。 姑且不论这一制度无形中在

鼓励考生(家长)投机取巧,更大的麻烦在于,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精确预见并判断自己恰好一定能够处

于保障数量之内。 万一恰好超出这个保障数量呢? 比如,恰好位于保障数量后一位,这个考生立即会

成为“悲惨冶的分母。 在这种心理驱动下,考生(家长)仍然会对物理避之唯恐不及。 这就是银行业的

“挤兑冶心态:所有人都知道不提款是对所有人最好的行动,但只要有一个人去提款,其他人就会担心自

己落在后面而没有钱提。 当所有人争先恐后地提款时,就会引发挤兑狂潮。 退一万步说,即使物理科

目率先保障了,又会产生下一个需要保障的科目。 当所有科目都需要“保障冶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了改

革之前。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招生录取权交给大学,由大学去做决定,应该招什么

样的学生,需要考核哪些学科,通过何种路径选拔这样的学生。 由于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考生(家长)即使想做出功利化的选择,也会因为无处着手而不得不放弃,只能表现出自己的真实状态。
比如,考生可以出于畏难情绪或害怕成为“分母冶的心理而不选物理,但如果大学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的

需求必须选拔具有较高物理水平的学生,考生为了能够进入这所大学就不得不选择物理。 即使他(她)
因为报考物理人数偏少而赋分较低,但大学招生机构清楚地知道他(她)的真实物理水平,因此,非但不

会因为其赋分较低而降低录取机会,反而可能因为考虑到他(她)富于挑战和冒险精神而给予其更多的

机会。 由此,高校的行动就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上施加了一个不确定的平衡性力量。 由于上千所

大学的要求各不相同,考生(家长)无从准确判断高校对其物理成绩的评价方向,只能“以不变应万

变冶,“选择做回自己冶。 当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那些对基础学科真正有兴趣的学生

进入到相关大学,其结果往往比直接的行政命令产生的效果还要好。
当然有人会提出质疑,目前高校不是提出了对物理的科目要求吗? 为什么选考物理的人数还是下

降呢? 质疑者没有深入分析高校和考生的行为。 高校的确提出了对物理的科目要求,但 2017 年计划

在浙江招生的 1368 所高校中,也有 500 多所高校并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 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
不限选考科目占 54% 。 虽然这意味着考生选考物理可以选择这些专业(类),但它也同时意味着超过

一半的专业(类)不要求考生一定要选考物理。 此外,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设限选考科目占 46% ,
其中设限范围为 1 门的占 5% ,2 门的占 8% ,3 门的占 33% (朱振岳,2015)。 尽管考生选考物理即可报

考(包括高校设限选考科目为物理或没有设限选考科目)的专业(类)达到 91% ,但这仅仅只是专业

(类)的数量,并不等于这些专业(类)所对应的招生计划。 也就是说,91%的专业(类)要求考生选考物

理,但它只占当年高校招生总计划的一小部分,可能 91% 的招生计划并不要求考生选考物理。 考生在

填报选考科目和专业志愿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专业,而是招生计划———他(她)要确保自己能够进入

某一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考生怎么可能选择招生计划少的专业而一定选考物理呢? 更重要的是,由
于改革方案规定,各高校专业(类)设限选考科目范围至多三门,考生只要一门选考科目符合高校设限

要求即可报考,绝大多数高校必然选择将物理和其他科目一起提出要求或者不提出选考要求。 由此高

校和考生实现了“合谋冶:高校的确按照省市教育考试院的规定提出了科目要求并将物理包含在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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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完全可以避开物理而畅通无阻地进入相关专业(类),只要他(她)选择了 2 - 3 门中的任意一门即可。
在集中统一录取制度下,高校的行为其实并不难理解:如果某所大学依旧必须要和其他大学比拼分数

线高低的话,或许除了极少数顶尖大学之外,其他大学恐怕都不敢只提出物理科目的选考要求,以免吓

跑考生。 分数线低于竞争对手可能还是小问题,完不成招生计划可就是大事故了。
细细想来,无论是在浙江还是上海,当涉及到集中统一录取的时候,新高考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总是

出现这样那样的麻烦和困难,但是,一旦进入“三位一体冶或“综合评价冶招生录取模式,赋予高校在招

生录取过程中一部分主动性和自主权,这些矛盾和困难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甚至消失。 实践一

再生动地说明,在新高考改革中,让高校成为招生录取的主体具有多么关键的作用!

四、为什么现阶段高校没有成为招生录取的主体

既然大学在招生录取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为什么现阶段高校没有成为招生录取的主体呢?
目前,招生录取的主体是政府,或者说是经政府授权的机构———各省市教育考试院。 招生录取的

程序是这样的:淤确定高校招生总计划。 各省教育厅、直属高校按照教育部要求提出学校招生总计划,
报教育部规划司审批;经批准后,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下达高校招生总计划;于出台招生管理规定。 最

重要的规定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一般是当年教育部教学厅 1 号文件,此外还有教育部高

校学生司发布的特殊类型招生通知、计划编制办法和录取规定,等等,对当年高校招生录取提出工作要

求;盂编制分省计划。 各高校根据往年情况和教育部当年要求,编制各省招生计划,报教育部高校学生

司本专科招生处批准,各省市教育考试院在高考前公布;榆高考。 各省市教育考试院组织考生高考报

名并参加高考;虞填报志愿。 各省市教育考试院公布考生高考成绩,组织考生填报志愿;愚投档录取。
各省市教育考试院根据考生成绩、高考志愿和高校招生名额进行模拟投档;高校确定投档比例;正式投

档;高校阅档;按照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安排专业录取;提交省市教育考试院审核。 投档录取时有

两种模式:一种是顺序志愿录取模式,录取原则是志愿优先。 高校按照考生成绩、填报志愿、录取规则

录取,录满为止;另一种是平行志愿录取模式,录取原则是分数优先。 计算机依据考生成绩排成一队,
按序逐一模拟比对,完成所有考生比对后,计算机一次投档到高校,由高校进行专业录取。 掉档的考生

自动被分配到其他符合分数要求的高校。訛輥輯可以清楚地看出,省市教育考试院在上述过程中居于事实上

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地位。
因此,从表面上看,大学是招生录取机构,但实际上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接收学生的机构。 除了少量

的自主招生外,高校没有在上述过程中施加过任何主动性的影响,也没有起到主要作用。 它只是被动

地按照省市教育考试院(计算机)提供的名单按照顺序填写发放录取通知书。
如果高校要真正成为招生录取的主体,就应当拥有完全的权力决定录取谁或不录取谁。 后者甚至

更为关键。 高校在招生录取中的主体地位,不仅意味着大学拥有录取谁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它拥有不

录取谁的自由。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目前完全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表面上看有两个:一方面,政府没有把录取谁不录取谁的权力授予大学;另一方面,

即使政府放权,大学自己也不愿意要这个权力。 为什么政府不愿意放权呢? 为什么大学不愿意谋求本

属于自己的天赋权利呢? 往深里想,在政府和大学之外,还有一张无处不在、更有力量却看不见的网,
令人窒息。 对于把招生录取权交给大学,人们对此充满了疑虑。

(一)人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似乎所有人都在担心,一旦把招生录取权交给大学,就会出现大面积的腐败,大学里将会充斥权贵

和富人的子弟,穷人的孩子将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寒门难出贵子冶。 但是如果你追问他(她),为
什么会这样? 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 论据是什么? 却很少有人能回答出来。 到目前为止,就我所

见,没有一个人从理论上论证清楚,为什么把招生录取权交给大学,就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的腐败。 他

(她)们只是一再情绪化地强调,怎么能让大学自己决定录取谁呢? 那不是一定会出现腐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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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悲哀的事情在于,大学自己似乎也不愿意要这个权力。 原因据说是怕麻烦。 访谈中,不少

大学校长或招生办公室主任慨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既然顶不住压力,那就还不如不要。 按分数录

取,谁也没有话说。 谁让你的分数不够呢? 但是如果不依据分数来录取,录取了低分考生而拒绝了高

分考生,大学所面临的压力和解释的工作量就太大了。冶这是典型的推卸责任和懒政思维。 按照分数来

录取,麻烦是没有了,但大学的招生质量又如何来保证呢?
另一个普遍的担心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缺乏诚信和规则意识。 只有用看得见的分数录

取才能确保公平。 一旦采用看不见的标准,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的造假。 更进一步,如果造假和利益输

送结合起来,还将会出现大面积的腐败。
(二)这些担心是真实存在的吗

事实上,这些担心完全是想像出来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把招生

录取权完全授予任何一所大学,由大学自行招生,自主录取。
这些担心在逻辑上也存在问题:从机构的公立性质来说,省市教育考试院和大学是一样的。 如果

担心大学自主录取会出现腐败,那么,省市教育考试院也处于同一地位———它并没有能够为不腐败提

供更多的保证;反过来,如果省市教育考试院不会出现腐败,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怀疑大学会腐败

呢———只要在大学里实行同样的制度和防范措施即可。
另一个逻辑悖论是:如果担心大学自主录取会出现腐败,那么,就不应当允许大学进行自主招生录

取改革试点———即使是招生计划的 5%也不行———因为那会导致招生腐败;反过来,如果允许大学在招

生总额的 5%内进行自主招生录取改革试点———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一范围内是不用担心的,或者风险

得到了有效控制———那么,除此之外 95%的招生计划也应该可以采取同样方式进行录取。 因为就招生

录取模式和风险控制而言,5%和 95%是一样的。
目前出现的个别招生腐败恰恰是因为,既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按照分数来录取———在实际录取过程

中必然要出现“自由裁量冶的情况;同时,也没有按照完善的集体决策的制度进行录取。 和所有造成腐

败的原因一样,录取权力过大并且集中,同时缺乏有效监督,是导致招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怎样才能让人不担心

虽然人们的担心并没有道理,但也要想办法予以回应,让担心的人放下心来。 对于第一个担心,即
一旦把招生录取权授予大学,就会出现大面积的腐败,解决的方案有两个:一是把招生录取环节复杂

化、随机化,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 录取环节复杂化后,由于环节太多,涉及的人也太多,即使有人想腐

败,也难于下手。 买通一个人也许容易,但要同时买通所有人就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录取环节

随机化后,会进一步加大买通的难度和成本。 即使想买通某个人,也找不着对象。 比如,面试时需要把

考生进行分组,但分组名单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在面试开始前 30 分钟才抽签决定。 不但学生名单需

要抽签,老师名单也需要抽签。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知道自己会被哪一位老师面试,老师也不知道自

己将要面试的学生是谁。 即使想“打招呼冶,“递条子冶,也做不到。訛輥輰二是不把录取决策权置于一个人手

中,即使是招生办公室主任也不能单独决定任何一个学生的录取。 比如,通过招生委员会投票表决录

取,就可以有效避免个人因素对录取结果的影响。 当个人对于最终录取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

忽略不计的时候,买通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对于第二个担心,即一旦采用看不见的标准,就会出现大面积的造假,解决的方案是,加大对造假

的惩戒力度。 对于造假者决不姑息,使其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可能获得的收益。
说谎是人的天性之一。 如果说谎的收益大于代价,或者诚实的收益小于损失,那么,就很少有人能

够坚守诚信的道德底线;反过来,如果说谎的收益小于代价,或者诚实的收益大于损失,那么,就很少有

人会选择说谎。 我在调研中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同样一所中学,同样一群老师和学生,当他们

面对国内大学的时候,提供的成绩单和学生情况往往和事实有一定出入,至少也会夸大其词;但是,当
他们面对国外大学的时候,绝对不敢造一丁点儿的假。 为什么? 因为说假话得到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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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诚信社会不会自动到来。 它需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为之努力,遵守底线,约

束自身。 教育是帮助人们重建信任最重要的途径。 正是在教育活动中,人的灵魂得到了净化,自觉地

弃恶扬善,也才会认识到,诚信不仅对社会,即使对自身也是有价值的。 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诚
信比不诚信获得的利益更大,人们才会恪守诚信。 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脱离社

会而存在。 既然社会已经不诚信了,大学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认为,恰恰是

因为社会不诚信了,才更需要大学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提供另一种与之平衡的

力量,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诚信的价值,引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 否则,没有大学的力挽狂澜,已
经腐败的社会就只能持续地沉沦堕落下去。

大学是一类特殊的社会机构,是教育年轻人的地方。 如果社会对于大学没有信心,如果在教育中

无法做到诚信,我们还怎么去教育下一代呢? 这个社会还会有希望吗?

五、世界顶尖大学在招生录取中的主体地位

从全球范围来看,越是顶尖大学,在招生录取中的主体性作用越强。 大学的层次越高,越不会按照

分数来录取,招生录取机制越复杂;反之,大学的层次越低,越有可能按照分数来录取,招生录取机制越

简单。 在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中位居世界前 20 位的顶尖大学,没有一所单纯按照考试分数录取学

生。 目前被认为是顶尖大学却采用完全单一录取体制的,只有中国的北大和清华。 这一点常常令国外

同行感到好奇且不可思议。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是否按照分数录取,取决于大学的性质是公立

还是私立。 如果是私立大学,只需要对私人所有者负责,因此可以不按照分数录取,想录取谁就录取

谁,谁给钱多就录取谁,想怎么录取就怎么录取,他人无权干预;但如果是公立大学,因为要对政府和社

会公众负责,就必须按照分数来录取,以确保公平公正。 实际上,这是对大学和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庸

俗化理解。
是否按照分数录取,和大学的层次相关,和大学的性质无关。 即使是私立大学,也绝不是想怎么录

取就怎么录取,想录取谁就录取谁,更不可能是谁给钱多就录取谁———除非那是一所野鸡大学。 世界

上顶尖的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入学标准严苛到极致,录取的每一个学生无不是精挑细选

的;世界上顶尖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模式仍然是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同样的“整体

性评价冶模式,并没有完全根据分数录取。 在全球大学中享有极高声誉的莫斯科大学也是一样。 作为

一所顶尖的国立大学,莫斯科大学拥有独立的自治权和完全自主的招生录取权,甚至根本不和其他大

学在一起录取。
是否按照分数录取,也和公平公正无关。 即使不按照分数录取,只要制度设计合理,一样可以确保

公平公正;即使按照分数录取,只要把录取决策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缺乏有效的监督,一样可能滋生

腐败和利益输送。 按照分数录取,并不能给公平公正提供明确的保证。
顶尖大学之所以不会完全根据分数录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一种被动的录取,而非主动的招

生。 被动的录取不能体现大学的使命和责任,也不具有智力上的挑战和进步,是一种枯燥无趣的机械

性重复,和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相反,主动的招生寄托了大学的责任和追求,赋予了招生机构以无限

可能性,去改变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未来。 它体现了教育的价值。
所有伟大的大学都在寻找那些可以提升课堂优秀度和多样性的学生。 它们希望学生能够在课堂

里光彩夺目,在未来的生活中表现突出,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Sternberg, 2013, p. 3)。 这些愿望不可

能通过一个狭隘僵化的完全依赖于分数录取的招生模式实现。
第一,考试成绩虽然很重要,却是不完全的。 类似于 SAT 和 ACT 这样的考试不是“坏的冶,但的确

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它们衡量记忆力和分析技巧,但这些仅仅构成了对于大学和人生成功来说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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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的技巧的一小部分(Sternberg, 2013, p. 4)。 有些知识和能力是可以通过考试考察的,但是,那
些对于成功和学生成长而言可能更有价值的诸如创造力、好奇心、实践能力、冒险精神和野心等等的社

会能力则很难或几乎不可能通过考试检测出来。
第二,无数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考试分数和社会阶层高度相关。 来自富裕阶层的孩子在考试成

绩上比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表现得更好(Sternberg, 2013, p. 8)。 正是这些实证研究所提供的有力证

据,促使顶尖大学即使出于公平目标,也已经抛弃了对分数的膜拜,因为按照分数录取是不公平的。 这

一点常常令人感到困惑:难道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冶吗? 难道反而是“分数面前人人不平等冶吗?
令人沮丧的是,数据证明,的确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为什么来自富裕家庭孩子的考试成绩会更好? 因

为他(她)们的父母有能力为其提供更多的课外辅导和针对性的练习。 这些“应试训练冶能够有效地帮

助他(她)们获得更高的分数。
中国人之所以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冶,主要是基于科举时代的情况。 在科举时代,考试的内容

极为有限,仅仅局限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考察的是个人对于儒家经典的熟悉和理解,因而人与人之间

在教育的资源投入上彼此差异不大。 这一方面意味着一个人接受教育的门槛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
尽管富贵人家的子弟也许会受到更好的训练,但并没有比贫民子弟优越多少,也就不会对提高成绩产

生多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考试技术出现之后,考试的范围和内容要远比科举时代广

泛得多,教育的资源投入差异———包括地域、课内教学和课外培训等等———就会对考试成绩产生非常

巨大的影响。
第三,考试成绩无法测度出人的道德。 这一点常常令顶尖大学感到沮丧。 当前,世界顶尖大学在

教育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不是它们没有培养出才华横溢的知识精英,而是这些人在掌握了最复杂

的知识和技巧后用它做了错事,乃至犯罪。 你必须在他(她)们进入顶尖大学之前就阻止他(她)们,但
如果考试无法甄别出人的道德,你就必须在考试的基础上,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顶尖大学之间的生源竞争,是真正的竞争。 每一所大学都在竭力寻找适合

自己的璞玉,并期望这些璞玉能够在大学里被雕琢成器,在未来的岁月里为人类和社会作出贡献,并为

大学自身增添价值。 这和目前北大、清华之间为争夺所谓“状元冶的面子工程完全不在一个境界上。

六、如何发挥高校在大学招生录取中的主体作用

(一)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

考试是考试,招生是招生,录取是录取。 考试成绩只是大学招生录取的标准之一,不是也不应该是

全部标准和唯一标准。 将考试分数作为录取唯一依据的局限性和弊端人所共知。 从全球范围来看,没
有一所世界顶尖大学是完全根据考试成绩录取学生的,却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平。 反倒是完全根据考试

成绩录取学生,才会真正损害社会公平。 为什么我们要死死吊在这棵已经被证明是枯萎的死树上呢?
许多人辩解到,我们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用分数录取是所有坏制度中最好的一种制度。 意思

是说,我们知道它不好,但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既然我们找不到更好的方式,那就只好忍受它吧。 如

果沿着这样的思维,即使再过一千年,中国的教育生态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明知道它不好,为什么不

能把它改得更好一点儿呢? 等待和不作为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必须从未来而不是现在出发,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思考中国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

一般性的大学,既无必要也无资源和能力实施复杂的招生录取制度。 但对于顶尖的大学而言,则必须

将人才选拔置于中心地位,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实施“整体性评价冶的招生录取制度。
首先,招生录取制度改革是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 “大冶和“强冶的差异

在于质量。 不同的招生录取制度,决定了大学的不同境界。 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录取学生,是判断大学

境界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个规模很大的高等教育,可以不重视生源质量的细微差异,重要的是

让更多的人上大学,至于谁上了大学并不重要;但一个质量很高的高等教育,就必须把生源置于极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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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地位,挑选出最正确的人。 越是伟大的大学,其教育资源就越是稀缺,录取学生的机会成本就越

大———这意味着如果你录取了错误的学生而拒绝了正确的学生,你的损失就不只是那个错误的学生。
正因为如此,尽管越是复杂的招生录取制度,需要投入的资源就越多,但越是顶尖的大学,反而越不敢

对此掉以轻心。
其次,顶尖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导者。 二三十年后,他(她)们将领导这个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

家和民族开展竞争和合作,将会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下处理各种困难、挑战,甚至危机。 它需要具备对人

性的敏锐洞察,对社会和文化的深刻理解,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局面的见识和直觉,对突发情况的准确把

握和控制,等等,甚至有时还需要一点狡黠和精明。 这些真实世界里的考验要远比纸面上的考试复杂

得多,也凶险得多,只会考试的书呆子是不可能承担起如此重任的。
第三,这是打开中国教育改革“应试冶死结的密钥。 恢复高考四十年来,基础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应

试训练之风愈演愈烈。 无论基础教育领域推出多么好的改革措施,一旦遭遇高考,大多偃旗息鼓,关键

症结就是大学招生时的“唯分数录取冶。 要彻底打破这个魔咒,就必须让高校不把分数作为唯一录取标

准。
那么,应该从哪些大学开始改革试点呢? 我的主张是,应当从顶尖的北大、清华开始。
如前所述,人们之所以死死抓住分数这根稻草不放,主要源于对招生腐败的担忧。 从北大、清华开

始试点,恰恰可以有效消减甚至消除这种忧虑。 一方面,这两所大学举世闻名,万众瞩目,它们所录取

的每一个学生都在社会的聚光灯下被放大。 这种无所不在的监督使这两所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必须更

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而大学的崇高声誉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也使招生办公室不敢掉以轻心,必须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大学的荣誉,对录取结果高度负责。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两所大

学一定就是人间净土,能够完全杜绝腐败;我的意思只是说,因为它们地位特殊,这种无形的压力会迫

使管理层在挑选从事招生录取工作的人员时更加小心谨慎,也将两所大学的招生录取工作置于更加严

格的监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出现腐败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只要不把最终录取决策权置于一个人手中,两所大学就一定不会出现招

生腐败丑闻。 两所大学的招生录取委员会成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 他(她)们的

身份、地位、境界和品格,决定了他(她)们很难做出与之不相符的事情。 他(她)们比一般人更难以买

通,更不可能同时被买通。 当某个达不到标准的学生经过前几轮随机性的审核后被提交给招生录取委

员会讨论时———上文已经论证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假定某位被买通的成员要向委员

会做极力推荐(因为没有决策权,所能做的只能是推荐),他(她)都难以启齿。 这样做除了引起其他人

的怀疑和反感导致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之外,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 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招生腐败产

生的可能性。 北大、清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 退一万步说,假如北大、清华的教授都不值得被信

任了,那么,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还能相信谁呢?
北大、清华两所顶尖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的特殊使命,必须要培养下一代能够领导中国和全球的

领袖型人才,这样的人事实上很难从高考中脱颖而出。 从北大、清华开始试点完全的自主招生,具有标

志性作用,风险不大,收益巨大。 它可以在密不透风的社会心理压力下撕开一个口子,通过有力的事实

逐步消解人们的紧张和忧虑,使人们一点一滴地建立起对他人,对大学和对社会的信任,以教育诚信体

系的重建实现社会互信的再造。 同时,在试点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制度,也将有效地指导其他高校采

取类似的行动。
(二)加强高校招生能力建设

高校能否有效发挥在大学招生录取中的主体性作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招生能力。 我认为,加强高

校招生能力建设至少应当包含以下五个方面内容(秦春华,2017):
一是要明确大学的使命。 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彻底抛弃那些千篇一律的套话、空话,真正从本校的

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从人才培养的特点出发,确立自身的使命,并且根据其使命来寻找、发现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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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匹配的学生。
二是要建立有效的招生综合评价体系。 这套体系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运行和决策的招生办公室;

具有操作性的选拔录取学生的标准;完备的计算机远程阅读审核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在招生委员会

内)公开透明的录取制度;等等。
三是要建立完善的招生录取委员会制度。 绝对不把招生录取决策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招生录

取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是否录取每一名学生。 这是一项耗时费力,辛苦异常的工作,但它体现了大学

对自身、对招生学位、对学生的负责和尊重。 实践证明,这一点在防止利益输送和招生腐败上至关重

要。
四是建立专业化的招生队伍。 招生人员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士。 这些专业

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测量学、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知识以及大量的跨学科知识,等
等。 应当由具备条件的教育学院设计专业性课程,加强对招生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培养和培训。

五是建立行业性的自治组织。 改变目前招生考试研究会的清谈性质,使其成为在教育部统一领导

下的行业协会。 在协会中,来自大学和中学的专业人士共同制定《招生行为标准》。 此外,每年招生录

取工作结束后,协会还应组织全国性会议,各大学的招生机构围绕不同的主题进行专业性的交流、讨论

和培训,共同推动大学招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加大惩戒力度

有责任就有约束。 赋予了高校招生自主权,让高校在大学招生录取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绝不意

味着高校及其招生机构自此就可以为所欲为,想怎么招生就怎么招生,想录取谁就录取谁。 恰恰相反,
它意味着对高校及其招生机构更强有力的监管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更大程度的惩戒。 只有让违法违

规者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以儆效尤,让心存侥幸者不敢轻易涉险。
惩戒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造假和作弊;二是利益输送,违规录取。 在中国历史上,科场舞弊历

来是重案,违反者重则杀头,轻则流配;訛輥輱在国际上,考试招生作弊也是重罪,对作弊者一生都有无法估

量的影响。
事实上,违规成本过低正是目前考试招生录取中作弊违规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在优质高等教育

稀缺的情况下,大学招生录取的利益巨大———特别是对具体的家庭和个人而言———如果违规成本过

低,心存侥幸者就会铤而走险。 这不仅是违规违法问题,更严重的是,它腐蚀人心,引诱人走上说谎和

腐败的道路。 因此,对于违反招生录取规则的学校和个人,必须加大惩戒力度。 目前,高考作弊已经入

刑,对于招生违规,也要使相关的机构和个人付出沉重代价。 关于招生录取违规处理,不能再出现文件

中“大棒高高举起冶,实际中“轻轻落下冶的情况;相反要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冶。 譬如:对于违规招生

的大学和中学等,应中止其招生资格一年乃至若干年;削减财政拨款;罚款;撤销校长及主要负责人职

务或更严厉的惩罚,等等。 对于违规的个人,应按照有关规章制度使其承担责任,接受惩戒,并计入其

个人诚信档案,使其未来在贷款、保险、就业、升职等一系列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和制约,等等。

七、结语

新高考改革是教育领域里最深刻的一场革命,也是“牛鼻子冶。 扭住了这个“牛鼻子冶,教育领域中

的许多困难和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谁来扭这个“牛鼻子冶呢? 答案只能是大学。 只有让高校成

为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才有可能真正牵着教育改革的这头“牛冶沿着正确的方向,到达成功的彼岸,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向往。 否则,无论出台多少改革措施,都有可能是“换汤不换药冶,“新瓶装旧

酒冶,难以收到改革的实效。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新高考制度的核心是“两依据,一参考冶。 中国社会对大学招生录取的态度

历来是“吃硬不吃软冶,喜欢“硬通货冶,不喜欢“软指标冶。 因此,“两依据冶是能够落到实处的———无论

如何,考试分数是“硬冶的;但“一参考冶就有可能变成纸面上的文字———“参考参考,可以参考,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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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考冶。 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依据冶和“一参考冶是一个整体,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 失

去了“一参考冶的平衡,“两依据冶不但独木难支,而且会因为对考试分数的不合理使用而引发更大的问

题,使“应试培训冶之风愈演愈烈。 “一参考冶的钥匙在大学手中,要想让“一参考冶真正发挥作用,就必

须赋予高校以招生自主权,让其在招生录取中发挥主体作用,由此开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之门。
当然,让高校成为大学招生录取的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依然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办法总比困

难多。 在大学招生录取领域,我们要进一步思考,关于寻找、发现、选择和培养下一代最好的领导者,我
们真的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吗? 我们还可能有更好的方式方法和改善的空间吗? 和当年的国有企业

改革一样,只有解放思想,迎难而上,承担责任,解决问题,才有可能使我们走出教育改革的“囚徒困

境冶,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实现人民对美好教育的向往。
(感谢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招生

办公室主任虞立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展立新博士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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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摇 释:
淤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展立新博士极具启发性的讨论。
于 一个学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学校,作为一个教育的场所,尤其是小学、初中这样的教育场所,把它们作为培养学生情商的地

点,是非常有必要的。 国家也并不是没有在做,至少,开设了思想品德课。 但在我所上的学校里,这节课几乎就是习题课……升学考试

又不考! 这就使思想品德课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冶
盂资料来源:我与麻省理工学院(MIT)招生办公室主任 StuartSchmill 的访谈。
榆根据《中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6 年教育行业总体量为 1. 96 万亿,2017 年突破 2 万

亿。 取自:http: / / www. sohu. com / a / 209800299_195079
虞2016 年 5 月 11 日,因不满政府将 38000 个高校招生计划支援内地,江苏家长爆发了一场高考维权行动,迫使江苏省教育厅承诺

不减招招生计划。 此后,全国各省市纷纷表态,不减少本省高校招生录取计划。 这是近年来围绕高考招生录取发生的影响最大的一次

群体性维权行动。
愚中学对于“北清率冶的狂热追求,很可能与地方政府将其作为“教育政绩冶有直接关系。
舆应试教育不正是这样一种代价吗?
余感谢哈佛大学中国区资深面试官汤玫捷女士给予我的启发。
俞上海市的改革方案与此类似。
逾我使用“社会性能力(Social Ability)冶替代通常所说的“非智力因素冶。 我认为,由于人是社会性动物,因此,社会性能力对于人在

社会上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更为重要。 它的内涵要比“非智力因素冶丰富得多。
訛輥輯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虞立红提供的极富启发性的意见。
訛輥輰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訛輥輱历史上最后一个死于腰斩的是清雍正年间的俞鸿图。 他因科场舞弊被腰斩后,在地上写下七个“悔冶字。 雍正接到奏报后心生恻

隐,废除了腰斩。 由此可见清代对科场舞弊的量刑之重。

(责任编辑摇 陈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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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because of its technical flaws in the process of score conversion. Percentile band score,despite some
restrictions like using total raw score in admission, seems a compromised choice. To some extent,percentile
band score, as a kind of simplified standard score, makes it possible to compare the scores of different sub鄄
jects before adding them together while leaving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However,
technically, percentile band score still needs improving given the existing practice of using Gaokao scores.
摇 摇 Keywords: Gaokao; conversion of score; percentile band score

How to Make the Results of Academic Evaluation More Valid:
Research on Adjustment Model Based on Latent Variable

LIU Hui1 摇 ZHANG Peng2 摇 PAN Jingjing2

(1.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2.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1, China)

摇 摇 Abstract: The validity of Gaokao(Chines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 selective test of academic e鄄
valuation, depends on its identification of the variability of students爷 transferable ability in problem鄄solving.
However, the raw score in academic evaluation does not reflect the actual level of students' ability, which is a
latent variable. In order to make the results of academic evaluation more valid,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oder鄄
ated model based on latent variable by treating a student with full score in ability as a reference. Raw score of
a particular question is re鄄weighed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the question. The moderated model based on
the latent variable was applied to the data analysis of an 11鄄school鄄league examination, with a total of 9,008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10 subjects 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the adjusted score is more
normal than the raw score; b) the ability score is more stable than the raw score; c) the total score has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the ability score; d) individually,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aw score and the abil鄄
ity score.
摇 摇 Keywords: academic assessment; reform of Gaokao; validity;transfer; ability;latent variabl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Subject in Enrolling Students
QIN Chunhua

(1.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2. the Institute of
Examinations a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摇 摇 Abstract: The new syste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differs from the old one in that colleges and u鄄
niversities can act as the subject in enrolling students,This change from passive admission to active enrollment
enables college admission criteria as a guideline to promote students爷healthy growth. If admission agenc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not transform their functions and still enroll students based only on scores, the
current “exam鄄oriented training冶 and “only test scores matter冶 will likely be further aggravated. And the pre鄄
reform dead hand in admission may lead to more problems with grade assignment, the conversion and compari鄄
son of multiple calculation methods, equivalence and so on.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admission agencies
transform their duties by truly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wo basics and one reference, it is likel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that problems like profit鄄seeking in the pilot reform can also be easi鄄
ly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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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Keywords: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llege admission; morality鄄focused education

The Ideas, Methods and Effe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Admissions of Fudan University, 2006 - 2017

YOU Chang1 摇 WANG Yang1 摇 ZHU Xiaochao1 摇 SONG Keji1 摇 HE Xin1

HUANG Xiaoping1 摇 CHEN Changan1 摇 ZHENG Fangxian2 摇 DING Guanghong3

(1. Admissions Offi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Municipal Educational
Examinations Author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Shanghai Committee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Shanghai 200041, China)

摇 摇 Abstract: Since 2006, Fudan University has been exploring a scientific method of evaluating and enrol鄄
ling creative candidates to support student development. In the reform context, Fudan is seeking a practicable
way of comprehensive admissions, while changing the situation of assessing students based on scores alone.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Fudan has created its own method, combing written examinations, applications and
interview. It turns out that the method is both scientific and practicable, and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many
other universities, which has promoted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esides, it serves as a valuable
guidance for all鄄round development in quality education.
摇 摇 Keywords: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admissions system;students evaluation;comprehen鄄
sive admissions

The Autonomy of College Enrollment: Evolution and Predicament
LIU Shiqing摇 CUI Haili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摇 摇 Abstract: Since the resumptio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ty years ag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gradually granted some enrollment autonomy to different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EI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reform of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system. Despite many years of exploration, there
are still extensive debates among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about the nature, content and allocat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autonomy. In essence, college enrollment autonomy involves a kind of combined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right) and in its operation process,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academic power of HEIs should be ra鄄
tionally allocated. In enlarging college enrollment autonomy, there exist many problems,such as the interfer鄄
ence of educational authority,HEIs爷lack of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independent enrollment, misplacement of
power allocation, and lack of supervis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we
should gradually expand the college enrollment autonomy based on China爷 s national conditions,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HEIs exercising enrollment autonomy, and ensure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enrollment
rights through mechanisms.
摇 摇 Keywords: colleges enrollment autonomy;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utonomy allocation; su鄄
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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